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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香港社運說「無望」？──希望／無望政治的文化政治學 
甘欣庭 
 
（圖片來源： 
http://www.middlebury.edu/media/view/486545/standard/20141003_063943.jpg） 
 
一、前言 
社會運動在回歸後成為一種常態。雖然回歸前也有不同類型的示威運動，但普遍
規模較小。然而，由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開始，每年七月一日皆有大遊
行；二零一二年的反國民教育科運動開拓了「包圍」的想像，於是出現二零一三
年香港電視不獲發牌引起的包圍政總行動。儘管不是所有社會運動都能獲得正面
成果，但部份成功或類近成功的運動仍能對參與者有鼓舞作用，讓參與社會運動
的人數不斷增加，甚至成為常態。然而，二零一四年的佔領運動在規模及運動對
社會的影響程度上皆是明顯的升級，卻沒有獲得任何成果，政府更在「後雨傘時
代」進行連串拘捕行動，「雨傘運動」從運動結果上看是徹底失敗的。如果視「雨
傘運動」為回歸後大型社會運動發展的頂峰，這失敗也象徵為香港社運發展的重
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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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雨傘時代」，沒有出現如佔領運動般的大規模社會運動，雖然在二零一六
年二月出現了較激進的社會運動，但即使是反政府人士也對這次運動的看法紛亂
而對立；雖然梁頌恆、游蕙禎的宣誓風波及隨後的人大釋法普遍被視為不公義的
事情，但並無觸發任何大型或激進的社會運動。儘管社運在「後雨傘運動」似有
退潮跡象，但不少人對政治的關注及熱情依然，例如在最近一次「特首選舉」就
有不少無票可投的市民熱烈討論。社運規模縮減、意見紛亂對立及部份人變得激
進漸漸成為「後雨傘年代」的特質。 
 
香港的社會運動發展在短短三年間，由高峰回落，衍生「後雨傘年代」的各種特
質。在理解這些特質前，我們不妨先了解社運參與者的情緒起跌。事實上，不論
參與社運的結果會如何，參與者都認為因為現況存有不公義與希望作出改變才會
參與社會運動（McAdam, 1999）。如果當初有機會改變不公義情況的「希望」是
連結參與者的力量，那麼當「希望」消退時，隨之而來的「無望」情緒與上述的
「後雨傘時代」特質有甚麼關係？ 
 
二、由「希望」到「無望」；由團結到分裂 
由「無望」到分裂：愛滋病平權聯盟的歷史 
社會學家 Deborah Gould 從愛滋病平權聯盟（ACT UP）的發展歷史提出不少社會
運動由「希望」狀態陷入「無望（Despair）」狀態的觀察。總括而言，當社運失去
「希望」，而「無望」的情緒在運動中沒有處理與溝通的語言時，就會出現不同
的分裂可能。 
 
愛滋病平權聯盟於一九八七年成立，成立目的是連結無黨派的個體參與不同類型
的抗爭（包括街頭抗爭），對政府、藥廠等施壓，增加投放在治療愛滋病方面的
資源，保障患者的就醫權益，並搶回屬於患病者的詮釋權，對抗污名化。組織成
立之初，成員皆對運動充滿希望，因為在八七年至八九年間，治療愛滋病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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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突破性發展，另外美國政府、藥廠等正面回應愛滋病平權聯盟的要求，令當時
走到街上示威的運動參與者認為他們的社會運動有能力迫使政府及藥廠作出改
變。然而，這種樂觀情緒在踏入九十年代後就無法延續，因為治療科技發展遇到
瓶頸，愛滋病的死亡人數（包括病逝與患病後自殺人數）持續上升，政府開始無
視組織要求，加上無人提出任何其他可行的願景，愛滋病平權聯盟在九十年代初
期走進悲觀的死胡同中。悲觀的情緒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在應付持續上升的
死亡人數而身心俱疲（尤其是面對死亡的傷感），另一方面是為無法阻止死亡人
數上升而失去希望（Gould, 2012: 98）。這種情緒最後讓部份成員放棄及離開，但
他們招來其他運動參與者的抨擊（Gould, 2012: 102）；另一方面，部份參與者的
「無望」情緒開拓另一條新的運動路徑，主要是投入更激進、極端及未經試驗的
路線（Gould, 2012: 107 - 108）。 
 
根據 Deborah Gould 的分析，愛滋病平權聯盟走下坡的原因並非「無望」本身，
而是聯盟沒有任何機制與空間讓參與者將無望的感受說出來，並在組織內流轉及
被重視，例如聯盟裏的論述只能表達對制度及愛滋病的憤怒，於是「無望」、哀
傷等感受不被組織容許。另一方面，聯盟的參與者也有愛滋病患者，平權運動的
「希望」與論述是幫助他們的重要手段，因此承認「無望」有如放棄病患者，聯
盟成員都不願意背叛病患者（Gould, 2012, p.103-104）。簡言之，損害聯盟團結的
並非「無望」的情緒本身，而是參與者不能承認這種情緒存在的壓抑。 
 
佔領運動中積累的「無望」 
在宏觀的客觀環境看，絕大部份社會運動在「雨傘運動」後沒動搖特區政府半分，
但非建制派支持者對政府不滿之處卻幾乎日益增加，而民選立法會議員也被取消
資格，難免打擊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情況與愛滋病平權聯盟在九十年代面對的困
境相似。有關客觀環境裏的困境如何構成社運參與者的「無望」情緒，則須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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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探究。大體而言，這些「無望」情緒可以劃分為：一、在佔領運動期間萌生而
積累的「無望」感；二、在佔領運動後對整個社會或社運發展的「無望」感。 
 
如何了解在佔領運動期間萌生而積累的「無望」感？佔領運動後有不少相關書籍
出版，其中一類是混合口述歷史、訪談及民族誌方法來紀錄佔領運動參與者的回
憶、看法與感受。儘管這些書籍所記載的人與事難免不夠全面與平衡，但仍是窺
探參與者情緒的重要參考來源。《被時代選中的我們》（下稱《被》）是佔領運動
參與者的訪談結集，除了紀錄參與者、相關人士（如記者、曾德超代表律師等）
的回憶，也提供了解他們感受的縫隙。《被》裏每一個受訪者的情感都是複雜的，
複雜得甚至不能用語言仔細描述，但仍不難找到愛滋病平權聯盟當年面對過的情
緒。 
 
佔領運動曾經存在過大量「希望」，甚至有將「希望」具體視像化，「連儂牆」就
是其中一個例子。原本連儂牆是由六個九十後年青人收集佔領運動參與者「我哋
點解企出嚟」原因的紙條，後來紙條內容由參與原因與個人感受變成主要是鼓勵
說話，將團結與希望具體化成「連儂牆」1。「連儂牆」發起人在金鐘清場前將「連
儂牆」的紙條拆除並存檔，發起人之一黃天朗對無法保留「連儂牆」感到愧疚及
失落。他的失落也來自商討如何處理紙條的過程中，因為當發起人與被邀請的藝
術家商討時，原本沒有以發起人身分參與討論的他們被質疑資格，令黃天朗對「連
儂牆」是佔領參與者共同擁有的理念感到失望與困惑。如果「連儂牆」是「團結」
與「希望」的具體視像化，黃天朗的失落感就是由「希望」步向「無望」的結果。
這種情緒沒有在其後的任何社會運動中流轉或被討論，更遑論影響其後任何社會
運動。縱然失望，他在訪談中還是以“it’s not the end”作結，「希望」的語言蓋過
了運動中面對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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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打自修室」的發起人之一 TM（化名）表示維持及擴建「遮打自修室」所需
的力氣很大，那時他們只有三個人，而 TM 在佔領運動時只是中六學生，他在預
備中學文憑考試的同時硬着頭皮支持位於金鐘佔領區的自修室。TM 在訪談表示
在後期已覺得「犧牲太大」，但如果突然放棄又會被人說成「左膠」2。另一方面，
TM 在訪談中亦表示對運動的發展其實並不樂觀，例如他認為香港人並不團結、
政府不會聆聽民意及香港人太善忘等等原因 3。縱使 TM 推動「遮打自修室」的
起點是充滿「希望」，但其後在運動中面對過不同的複雜情緒，這些情緒包括對
運動的悲觀、擔憂與挫敗感（「無望」），但佔領運動沒有任何語言與空間讓這些
情緒流轉，更無法改變他參與運動的方式或影響其他參與者。最後，他只能啞忍
被視為「左膠」的恐懼而繼續運作「遮打自修室」。 
 
雖然從訪談文本中閱讀參與者的情緒並不全面，除了報導的選材問題外，那些文
本的紀錄本身也可能受「希望」、「憤怒」的語言所影響，並無捕捉佔領運動參與
者其他面向的情緒。《被》中的大部份訪談都是以「希望」、「憤怒」為主軸，但
還有部份能夠捕捉到其他面向的情緒。其他類似的文本，例如網媒香港獨立媒體
策劃的《我們的雨傘時代》4，結集採訪手記、報導及分析文章，報導的方向主要
是正面地紀錄佔領運動的過程及建設佔領區的經過；《每一把傘》5 也是紀錄佔領
參與者的自述，但主要是捕捉立場的表述及回憶，情緒的面向較少，更難從那些
文本觀看到參加者的具體情緒。從文本閱讀參與者的情緒很困難，但這困難正正
可能表示情緒未有確當的語言流轉及討論。 
 
「後佔領」的「無望」 
佔領運動最後沒有成功爭取任何成果，而反對派支持者不滿政府的地方漸漸增
加，例如立法會當選議員被取消資格的「宣誓風波」等等，反對派（包括參與佔
領運動人士）有「無望」的客觀條件。這個客觀條件有其歷史脈絡，自二零零三
年起不少大型社會運動都取得一些成果，例如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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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黨改變主意，《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被拉下馬；二零一二年的反國教包
圍政府總部行動，最後政府也放棄強行推行國民教育；二零一三年葵青貨櫃碼頭
工運，最後勞資雙方達成加薪共識。雖然這些社會運動的結果未必理想，但至少
能爭取到部份成果。二零一四年的佔領運動在規模上是明顯的升級，卻未能爭取
任何成果，這種失落不單屬於佔領運動，也屬於香港十多年來的社運發展──這
也是一個由「希望」步向「無望」的過程。 
 
如何了解社運參與者的「無望」？雖然未有相關的研究，但可從不少跡象看出社
運參與者的「無望」。在剛過去的「特首選舉」，「公民聯合行動」委託香港大學
民意研究計劃與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舉辦的「2017 特首選舉民間全
民投票」的參與率遠遠不及預期，行動發言人戴耀廷的解釋是市民對「雨傘運動」
的無力感受令他們覺得做甚麼也沒有用。另外，每年七月一日的「七一大遊行」
人數在佔領運動後暴跌，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的遊行人數估算，二零一五年的
遊行人數達到二零零三年來的新低，而二零一六年的參與人數也沒有回升跡象，
這現象可以理解為過去主動參與遊行的人對社會運動失去信任。 
 
總括而言，社會運動由「希望」到「無望」的歷程既在佔領運動期間發生，也在
整個香港社會運動發展中發生。 
 
如何訴說與排解「無望」？ 
「希望」與「憤怒」以外的情緒在佔領運動裏無法用對應的語言來梳理，上文提
及的黃天朗及 TM 也是如此。這些情緒最後如何表達或排解？除了在事後的訪談
透露，就是用個人的方式去處理。何式凝著有《抗命時代的日常》，以日記方式
紀錄她在「雨傘運動」前後（二零一四月九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四月八日）的感
受及看法。《抗命時代的日常》最後一章名為「後雨傘創傷治療」，直接承認她在
「雨傘運動」中受傷，但她的治療方法大體只是將生活回復到佔領運動前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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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與因佔領運動而吵架的朋友重啟對話 6、多陪伴因佔領運動而「冷落」了的
母親 7 等等，然後就是讓佔領運動後的新計劃帶來的「希望」填滿，例如對她有
參與撰寫的《雨傘政治四重奏》將出版有所期望，也期待與佔領運動的同伴重遇。
何面對的創傷也是從佔領運動中積累的，例如由團結一致到「民困愁城」（由「希
望」到「無望」），她面對與同路人的分歧漸漸成為創傷，但排解的方法就只能是
與朋友哭訴。然而，這哭訴也是抑壓，正如她在日記表示「在『民困愁城』時，
一條女的個人抑鬱，是不是更加微不足道？一整個城市都在一個憂鬱的狀態中，
她因為被人罵幾句，是否值得這樣耿耿於懷？為甚麼她不『哽下去』就算呢？」
8 這種心態表示在社會運動層面只容許某些「適當」的情緒討論與流轉，其他個
人的情緒必須妥協地隱藏或按下去，要顧全大局。 
 
整個社會運動發展的「無望」並非被完全埋藏，例如何式凝會以「民困愁城」來
形容城市的狀態；《被》中的被訪者被問及要以兩個字概括「時代」（意指佔領運
動開創的時代），有少數人會用「幻滅」、「無奈」等與「無望」情緒接近的字眼
（但大部份人的都是與「希望」及「憤怒」有關）9；「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
動發起人之一陳健民在佔領運動兩週年撰文回顧，也將運動結束的情緒總結為
「佔領結束時，香港一片愁雲慘淡。客氣點的年輕人，說雨傘運動無功而還，不
客氣的便說是徹底失敗」10。然而，這些情緒無法影響社會運動的組織及論述，
不少「無望」情緒可能如何式凝般「哽下去」，不能讓個人情緒影響整個社會（社
運）。 
 
「無望」的轉化──激進 
「無望」情緒在社會運動組織上並無溝通與流通的空間，於是社運組織就只能停
留在用「希望」或「憤怒」連結的層面上。社會運動的基礎就是對不公義的憤怒，
正如二零一二年的愛滋病平權聯盟紀錄片也是以“United in Anger＂為名。當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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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的「無望」情緒無法在組織流轉，參與者不是放棄的話就只能用憤怒繼續下
去，走上更激進的道路。 
 
從這個脈絡看來，二零一六年農曆新年發生的旺角衝突就可以理解為「無望」的
轉化，而《熱血時報》的論述就是很完整的紀錄。由熱血時報出版的《雨傘失敗
錄》在二零一六年中出版，分析二零一四年佔領後運前後到二零一六年旺角衝突
的發展。當時《熱血時報》與本土派政黨「熱血公民」有深厚的關係，而後者在
社運的光譜上屬較激進的一端。「熱血公民」也曾參與佔領運動，其運動也同樣
沒有得到任何成果，但他們沒有在《雨傘失敗錄》表達「無望」的情緒，而將佔
領運動的失敗歸咎於「左膠」、傳統民主派及《蘋果日報》等等，並將「旺角事
件」描述成有力量的抗爭運動，其成功原因就是沒有「左膠」的參與 11。這種將
「無望」化為「憤怒」的做法是「熱血公民」的慣常做法，例如當「熱血公民」、
「普羅政治學苑」及「香港復興會」組成的選舉聯盟失利後，「熱血公民」鄭松
泰在點票中心的宣言就明言要「打倒《蘋果日報》和肥佬黎」。其後，眾支持者
以之為口號，選舉失利的挫敗瞬即轉化成憤怒。《雨傘失敗錄》中的憤怒並不只
是對準抗爭對象，而是包括其他抗爭者，儘管這種狀況與 Deborah Gould 描述的
愛滋病平權聯盟不同，但也是以憤怒來連結參與者，並參與另一波更激進的社會
運動，而且只要擺脫「左膠」，運動就有「希望」。 
 
「無望」的轉化──「政治素人」 
另一種轉化是「政治素人」的湧現。香港眾志的羅冠聰及小麗民主教室的劉小麗
等成為新寵，而大多「素人」都是由社會運動轉投建制。由街頭走入議會的話可
以增強影響力，在社會運動遇到瓶頸時，這種發展看似是新的希望或是社運裏希
望的延續，而非「無望」。我們可以視這種轉化為社會運動發展演化的一部份，
但也可以視為放棄（或減少投放在）社會運動的轉化，與當初愛滋病平權聯盟有
 9 
參與者放棄的情況相似。在行政主導的制度下，充滿制肘的議會與富創造性的社
會運動完全不同，而走進建制後的社運份子事實上也跟絕食、佔領等運動告別了。 
 
三、結語 
儘管細節上與 Deborah Gould 描述的愛滋病平權聯盟發展歷史有不同之處，香港
回歸後的社會運動與其發展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而運動參與者的情緒亦有相似的
地方。「無望」的情緒無法在社會運動組織的層面流轉，壓力只能交回參與者自
行處理，這種壓抑讓社會運動的力量減弱、分裂，部份參與者則走上更激進的路。 
 
然而，就算知道原力量減弱、分裂的原因，解放「無望」情緒並不容易。如前所
述，參與者都是認為現況存有不公義與有希望作出改變才會參與社會運動，那麼
「希望」基本上是社會運動的基礎，那麼釋放「無望」不就是破壞社運的基礎？
因此，即使金鐘佔領區被清場，「連儂牆」上的結語仍是「就算失望不能絕望」。
再者，「希望」是運動參與者持續累積的「存在」（accumulation of being）（Hage, 
2002），承認「希望」幻滅就是否定過去所累積的存在意義，這對大部份人來說可
能是沉重而艱難的決定。由此看來，「無望」的情緒在運動發展中沒有被處理，
是因為這不可能被處理。 
 
這可能才是社會運動發展的最大困境。 
 
註釋 
1. 參考《被時代選中的我們》（香港：白卷出版社，2015），頁 55-56。 
2. 同上，頁 118。 
3. 同上，頁 120。 
4. 參考《我們的雨傘時代》（香港：文化及媒體教育基金會、獨立媒體（香港），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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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考《每一把傘》（香港：有種文化，2014） 
6. 參考《抗命時代的日常》（香港：紅出版，2015），頁 262-263。 
7. 同上，頁 268-269。 
8. 同上，頁 251。 
9. 參考《被時代選中的我們》（香港：白卷出版社，2015），頁 321-342。 
10. 參 考 陳 健 民 《 傘 後 新 氣 象 — 走 出 無 力 感 的 廢 墟 》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928-opinion-chankinman-unmbrellamovement/] 
11. 參考《雨傘失敗錄》（香港：熱血時報，2016），第十五章：《魚蛋革命，沒有
左膠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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